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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傘運得失的必要 對「雨傘運動」的幾點意見之一  
請容許我直接和坦白：在過去的個多兩個月裏，並未有聽到、讀到「雨傘運動」的深刻檢討。我

明白，這是一件毫不簡單和容易處理的工作——對深度參與的人士來說，當中太多感情在內，要

保持距離，客觀分析，知易行難；而在旁分析、討論的，會感受得到潛藏於不同立場背後，是個

人的尊嚴，很多說話都不便直說，點到即止遠比進入問題來得輕鬆和容易。 

可是，我們又清楚知道，沒有深刻的、叫人感到痛的、令人覺得冒犯的、觸及利害關係的檢討，

又實在很難會有所進步，再而重新出發。我當然明白，這是絕不討好的工作，不過又總要有人扮

演這個角色。 

以今天流行的觀點來看，這篇文章屬於那些「假裝中立客觀」一類，貌似平衡，其實沒有立場可

言。「生於亂世」，而竟然不談「大是大非」，反而偽裝客觀去所謂探討問題，典型「花生友」

也。讀到這裏，相信已有四分三讀者覺得沒有必要再讀下去。對各位還未將這份報紙拋掉的讀者，

我衷心希望大家可以暫時放下既有的道德立場、價值判斷，嘗試進入問題，並將討論議程打開，

認真探討問題，總結經驗。 

現時有一種意見認為，評定佔領運動的成敗得失，言之尚早。這種說法當然有其道理，尤其這場

運動在文化、意識形態上所可能產生的作用，往往是在多年之後，才會浮現出來。所以，短期未

有具體的成果，並不等於一事無成。不過，這種意見也並不是沒有它的問題。而在我看來，它的

問題是經此一講，大家便覺得沒有需要進一步探討整個佔領運動的局限了。例如：我聽過一些積

極參與者在討論過程中，談到成與敗的時候，突然語調一轉，說整場運動令人感動，然後有關的

討論便變為純粹是個人感受的分享，再沒有切入問題的分析。又或者我聽過好些評論人，都以覺

醒作為發言的總結，但接下來卻未有進一步說明，究竟我們對未來可以抱着怎樣的期望（覺醒之

後，將朝着什麽方向走下去？要解決些什麽問題？）。但如果我們沒有對後面的一個問題進行探

討，則所謂覺醒其實只是一個虛無縹緲的概念而已。雖然這並不一定是持此觀點的論者的原意，

但是討論的焦點的確會因此而有所轉移：如何衡量得失變為一個態度的問題，而不會深入想想，

這場運動有何所得？有何所失？ 

（當時）任何妥協、讓步、轉身的意見，都會被視為投降……現在事後問那些學生領袖有沒有想過

退場？是否錯失良機？其實是有點虛偽。 

當然，何之謂得，何之謂失，各有不同看法。但有趣的是，早前一些對「雨傘運動」的檢討、評

論，很着意於學生領袖在跟特區政府代表對話（其實也不是什麽談判）後，未有把握時機及早退

場，並以此作為行動成敗的重要關口。按這樣的思路，重要的策略決定集中在一點之上：學生領

袖有沒有當機立斷，取得象徵性成果，為整個運動提供一個轉身的機會。這類討論很適合本地新

聞媒體，因為只要大家提出這樣的問題，焦點就集中在幾位學生領袖之上，而下一個題目是由誰

來負責。這種提問沒有考慮（及反省）的問題是，當時無論由誰當領袖，由誰來做決定，其結果

都是同一樣——「雨傘運動」本身是一次不考慮策略的社會政治動員，任何提出妥協、讓步、轉

身的意見，都會被視為投降、出賣運動的做法，基本上沒有商量的空間。所以，現在事後問那些

學生領袖有沒有想過退場？是否錯失良機？其實是有點虛偽；如果要問這個問題的話，那應該是

運動剛開始的第一個或第二個星期，而不是事情早已成為歷史之後，才問假如當初出現這樣的變



數，之後的歷史會否改寫？而更重要的是，當時絕大部分的參與者都不會考慮退場，這本身是一

個值得瞭解的現象，而我們必須認識這個問題，才能夠認真的檢討這場運動的成敗。 

我在前面提到：「『雨傘運動』本身是一次不考慮策略的社會政治動員。」這聽起來是有點自相

矛盾的。「佔領中環」的行動就是政治部署，組織者和參與者都有他們自己的一些考慮，並在行

動的演變的過程中，作出了調整。在最廣義的定義下，「雨傘運動」不可能沒有策略上的一些思

考。可是，我們細心想一下，應該不難發現，這個社會運動的特點是它釘在一個目標之上——只

有是或否的選擇，沒有中間方案，也沒有什麽空間可以商量。在運動策略的角度考慮，這確實存

在很大的問題。不過，若從動員的過程來看，則我們必須承認，這也是這場運動的重要動力來源。 

這股情感力量亦是運動無法轉化的原因。在表達對北京和特區政府的不滿以外，這個運動便再無

共同議題了。 

這說起來頗為尷尬，「雨傘運動」最成功之處同時也是它的最大弱點。在正面的方面，因為議題

集中，所以能將不同想法的人都集中在一起，並且產生一種有力的凝聚和團結力量。它的動力來

源和團結群眾的條件在於群眾的憤怒，而他們之所以怒火填胸，很大程度上是回應北京對香港民

主化進程的控制，和爆發運動時特區政府所採取的手段。關於前者，這當然是多年來所積壓下來

的張力，而《「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的發表和「八三一」的決定，進一

步確定了主張談判的路線失效，事情已到了一個「攤牌」的局面。而後者則將很多本來沒有參與

的市民捲入其中，並且很快突顯出特區政府站在群眾的對立面，相互之間的衝突不斷升級。在這

個過程之中，因摩擦、衝突而釋放出來的情感，成為了要維繫參與運動的群眾和推動運動繼續進

行抗爭的重大力量。無可否認，「雨傘運動」（至少在一段時間之內）充滿力量，參與者很難會

覺得有需要暫停下來。情緒元素（由見到警察施放催淚彈而覺得難以接受，到身在現場而覺得官

方反應令人失望及對群眾的行動進行鎮壓）是維繫群眾留在運動中的重要因素，而就算各人參與

的目的有所不同，但在共同敵人面前，基本上變為同一陣線。 

可是，這股情感力量亦是運動無法轉化的原因。在表達對北京和特區政府的不滿以外，這個運動

便再無共同議題了。在某個意義上，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終極目標。運動議題的單一性令所有行

動都聚焦於一點之上——基本上沒有任何議價（爭取多一些什麽？容許少一些什麽？）的空間可

言。所以，參與者強調莫忘初衷，並不單只因為出於一份堅持，而是他們其實也未有認真想過其

他的可能性。從這個角度去理解「雨傘運動」的發展（及其局限），那種一直追求保持道德高地

的姿態既是參與者的特質（他們在運動中找到自己，更多於運動產生了新的集體），同時也可以

說因為不知如何（除了「曬冷」之外）將運動轉化的結果。當時間一經拖延之後，這股情感力量

不能避免難以維持在原有的水平，要繼續堅持下去顯得愈來愈困難。接下來，一種表現是內部的

分裂，開始在群眾之中區分誰人不夠堅持，同時又懷疑個別領袖另有居心。在旁人的眼中，那所

謂的「反對大台」、「退聯」（退出學聯）的行動並無意義（甚至是一種對反對勢力或抗爭運動

毫無好處的所作所為）。但在「雨傘運動」的內在邏輯的驅使底下，注定必然發生。而在某個意

義上，「雨傘運動」的直接延伸就是「鳩嗚」行動，也完全可以理解。後者之所以能搶走部分群

眾，甚至被視為一種延續抗爭的手法，是因為它同樣是集中於情感的力量（只要繼續行動便是一

種堅持，對其他問題便可以依然按下不表），而不是尋求政治上的轉化，也不是追求現實中的改

變。參與「雨傘運動」的人士對北京、特區政府有很多不滿，很想改變香港的政治現狀（但這個

改變一定要是變或不變，而不是變多些什麽？可以接受在哪些不變的情况下有所改變？），但在

這一點之外，則基本上是「各自修行」。說得好聽一點，是每個參與者都有他個人的堅持與執著；

說得難聽的是，參與運動的群眾作為一個集體，其實相當空白。明顯地這並不是很多人想見到的

情况，但現實的狀態是怎樣的一回事，卻不由主觀期望所決定。 



情况是：儘管在運動的過程中，我們經常聽到參與者對不公義的指控，但實際上「雨傘運動」的

一個特點正是沒有強烈的社會訴求。對很多人來說，這項批評是有點令人覺得奇怪的。整個運動

不是一直追求民主、公義的嗎？難道那些名詞都只是掛在嘴邊而已？對於個別領袖、參與者的言

論，我不會懷疑其誠意。只是很有誠意的叫喊口號，不等於那些名詞便會具備其應有的內容。事

實上，在社會議題上，不但沒有意圖或能力去結集和提出來，更多多少少有自覺迴避之嫌。這最

明顯見諸對「左膠」的批評。首先，「左膠」作為一個標籤，在「雨傘運動」中有一定的市場。

而批評「左膠」者，也不限於所謂的「本土派」，而是包括其他運動的參與者。第二、在運動中

行動上的激進主義者跟思想上的激進主義者並無顯著的關係。現時很多建制人士或廣義上屬現有

制度下的既得利益，經常將兩者混為一談，其實並不準確。「雨傘運動」對於社會資源的再分配

並無看法，亦不是它所關注的問題。離開了政改議題，運動沒有它的議程和改革的對象。群眾並

不是為了改變社會現狀而要爭取民主，在政治領域上爭取促成轉變的可能性。某種民主改革既是

起點，也是終點。所以，在這個框架之內，沒有退而求其次的選擇，也無「退一步，進兩步」的

想像，一切都要就地解決。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也可以明白，為什麽當天在大台上高呼罷工、罷市，是如何的空洞、虛假？

現在事後重看相關的錄像畫面，我甚至懷疑那是李卓人的一份黑色幽默感——事前沒有想過要團

結、動員、組織勞苦大眾（指的不是傳統的勞工，而是服務業中長工時、低工資的僱員），那又

何來罷工、罷市？與此同時，從籌備「佔領中環」到爆發「雨傘運動」，有預算過勞苦大眾的參

與嗎？他們的利益、需要是議程的一部分嗎？真心會歡迎他們加入，或甚至願意將他們的利益和

需要，變為運動的其中一些主張嗎？我相信在運動發展過程中，一定有人提過階級、性別、種族

的訴求，但它們有進入運動的集體嗎？ 

以民主化為唯一爭取目標的煩惱是，當對方寸土不讓，雙方處於一個膠着狀態的時候，社會運動

就只有堅持，希望以此繼續維持或提升情感能量，團結及動員群眾，再次施壓，而很難為社會運

動在現有條件不變的情况下，另有爭取的目標。那就是說，只要建制的一方無意妥協、讓步，社

會動員的另一方便會呆在原來的位置之上。後者回應的方法，是發出道德譴責，以政治論述否定

對手的所作所為，在既定的支持群體中尋找知音，而不會嘗試走出原來的支持群眾，拓展其社會

團結面。這種強烈的道德感必須以「不斷行動」來維持，於是運動的發展模式是不停的由一件事

件接駁到另一件事件，能動不能靜，因為行動本身可替代對終極關懷、運動方向的思考，就算目

標並不明確，但亦一樣可以繼續下去。 

這種「不斷行動」的做法重視的是意見、情緒的表達，多於對具體目標的追求。從某一個角度來

看，這是這一代年輕人的大無畏精神，所謂「明知會輸亦一定要贏」（當然，這是主觀期望，不

一定能改變客觀上輸了的事實），敢於向前衝的表現。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考慮，則他們似乎未有

很認真的想過，表達過情緒、不滿之後，後面的將會是怎麼樣的狀况呢？ 

從此，香港面對北京，再無「拋浪頭」的可能——以後所謂的（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殺傷

力完全可以在估計之內。 

我們對「雨傘運動」的總結，不應是學生領袖是否懂得在適當的時間退場。正如前面的討論所指

出，當時就算有人提出退場，基本上亦不會有人和應。抗拒領導、強調堅持、高度道德化是這場

運動的特色，其情緒表達的意義大於實質的（當然是妥協底下的）政治成果。所以，運動的失敗

不是未有「見好就收」；這個角度將問題轉移到學生領導身上，而沒有正視運動本身的邏輯及其

局限。它的失敗是在傾盡全力，將什麽東西都放上枱面之後，發覺原來這樣的「底牌」不足以向

對手產生預期中的壓力。說得直接一點：原來就僅此而已。我想說：露底了。從此，香港面對北



京，再無「拋浪頭」的可能——以後所謂的（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殺傷力完全可以在估計

之內。套用我的一位內地朋友所言，「七十九日之後，還只是界限街以南」。跟北京「攤牌」，

恐怕要十倍、二十倍、百倍的動員，才可能見到一點點效果。現實中的政治包括暴力（而這就是

政治的底線），這對正反雙方均如是。政治是實力對比，放棄在制度內進行鬥爭，而選擇直接的

實力比試，那需要很大的勇氣、決心和承擔。再來一次？更大力的動員？還是另有想法？ 

當然，「聰明」的人一定會選擇勇敢地奮戰到底，因為只要保持這種姿態（會否實踐是另一回

事），便可佔上一個有利的位置，將其他人比下去——尤其是提出要思考策略的，一定是懦弱、

妥協、退讓、忘記初衷的可疑人物。問題是：大家真的有志於現實中尋求改變嗎？還是追求一種

（不是面向群眾，而只是對着自己圈子的）政治上姿態？運動發展至此，香港人需要對自己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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